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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三大体系”建设与历史唯物主义新知

韩东育

【提要】 作为历史范畴，历史唯物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和存在形态。从“欧洲
中心论”、大历史观和新世界观这三个维度入手，通过事实和学理的关联，可以勾勒出中国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压力、动力、演进过程及其内在逻辑。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理前提，是如何在
东西方世界彼此接纳的“第三种文明”即“新文明形态”的实践基础上，建立起中西合璧、优势互补的
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与时俱进的特质，将不断赋予人
类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量与新知。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 欧洲中心论 大历史观 新世界观 三大体系

近年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解读日渐离奇。经常是，在并不真正了解其关注对象的情况下，却可
以果敢地告诉你“这便是中国”或“那就是中国”。有时，还干脆把中国排除于价值世界甚至人类历
史之外，以为除了基督教圈域和西方价值体系以外，就没有可以自律的族群、文化、文明和国家，无论
在宗教、政治、经济，抑或人伦、社会、风俗领域，都是如此。他们在质疑别人时经常处于“忘我”或
“无我”境界，诸如中国是一夜逆天的“暴发户”和中国人将成为吞噬地球的“海盗”等。当人们明显
感到如此不正常的诟病不过出于偏见，而偏见意味着无论你好与不好都是不好时，中国人即便有过

四大发明的辉煌历史且如今又创造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都很难再获得最起码的正视和尊重———这
应该不是推测，而是一个不争、同时也让人不甘的事实。
然而，西方人能听到的中国声音包括中国人的自我说明和辩白，多出于外交发言人和政治家之

口，而国际上又很少能在规定时间内从政府官员言简意赅的结论中了解到学理和法理上的证实或证

伪过程。于是，在要害机关和重要人物需要末位发言和表态的政治通则下，人们无法不提出一个常
识性质疑:那些经年研究学理和法理的中国学者们，都在做什么?

一、百多年来的核心困惑

24 年前，马来西亚总统经济顾问沈联涛发表过一个感慨:“很奇怪，擅长于发展的东亚国家却不
擅长于解释他们成功的原因。到目前为止( 指 1998 年———引者注) ，得到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
人只有印度的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因此，虽然所谓经济出现奇迹的国家大多数在东亚这个
地区，可是还没有一个东亚人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东亚的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地使本国摆

脱了贫困。”①虽说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嗣后的国际舞台上屡现身姿，但中国高层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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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人发出的微弱声波和与大国不相匹配的话语地位: “当前要着力解决我国该领域研究在国际上
声音比较小、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①就是说，目前至少有三个难关摆在中国学界面前:
一是会做不会说;二是有理说不出; 三是说了传不开。于是，建设“战略明确”且拥有“学术原创能
力”的“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工作，②事实上已开始倒逼中国学界。冷
静的学者或许会意识到，“5·17 讲话”对人文社会科学界提出的许多希望，其实是在表达对该领域
工作的不满———那些企业家、实业家甚至政治家做过的和即将要做的事，学界连解释都没能跟上，又
遑论引领? 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高层不了解本国学界所直面的困局。
“欧洲中心论”曾长期成为中国乃至东方世界百多年来的核心困惑;对它的抵触甚至批判，亦往
往被视为非西方世界自我意识甦醒的文化表现，认为它反映了东方国家试图反思和平视西方价值的

夙愿和情结。然而，英国人沃森( Peter Watson) 曾感慨地发现过这样一个事实:他在构想其《现代心
灵———20 世纪知识思想史》一书时，并未限于西方的学术与思想，而是希望包括西方以外各主要文
化在 20 世纪的新成就。他曾广泛求教于研究印度、中国、日本、南非与中非、阿拉伯世界等文化、历
史的专家。为了避免种族偏见，在他征询的专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本土的学者。使他震惊的
是，他们竟众口一词，毫无例外，都说这些非西方文化在 20 世纪并没有创造出特别引人注目的东西
足以与西方媲美，无论是哲学、文学，还是科学与艺术，都是如此。究其原因，是因为整个 20 世纪东
方的主要努力都在于怎样适应现代世界，怎样对付西方的行动和思想形态。③ 近些年兴起的黑格尔
主义批判，显然与黑格尔是最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者有关。可仅凭黑格尔的几段东方批判言词，便
以为东方人特别是东亚诸国会因此用去一个多世纪时间全部朝西方看齐，恐怕就过高地估计了一介

书生所应有的实际力量。连马克思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欧洲近代化变革，曾给人类带来了超过
前资本主义全部社会形态所能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表现为“新航路”开辟后世界的丕变:“大工业
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资产阶级“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
阶级排挤到后面去”。他肯定了大工业和市场经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历史进步性，因
为人们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
大”。与此同时，由资产阶级确立的自由主义和政治法律制度，还把人们从封建的农奴制下“解放”
出来，并实现了人的“政治解放”。重要的是，随着“世界市场”的全球性扩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
代其他的生产方式进而成为全球性主导生产方式的时代即世界历史，也头一次成为现实。它的进步
意义，在马克思看来无疑更加巨大。④ 可是，从这一事实出发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要注意到另外一个
事实，即对于“欧洲中心论”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真正确认者和落实者，说到底还是东方人自己。这样
才好理解，日本人为什么要“脱亚入欧”，而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向西方寻求真理”。
马克垚亦曾系统叙述过国际史学界就如何构建“真正世界史”框架所做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的

逐一落空。他发现，不尽符合事实的“欧洲中心论”之所以能构建“成功”，很大程度上缘于欧洲历史
学者用近代主义的“进步”眼光对自身历史进行了倒叙和夸张式的“补述”，所以这一问题并不难以
解决。真正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工业化、现代化的理论。“这一理论构成了近代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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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育:《创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吉林日报》2016 年 7 月 9 日。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
Peter Watson，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Harper，200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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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包括科学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农业革命;政治社会方面则有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合理
的企业组织、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代表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向
现代过渡的标志，因而也构成了一个进步的系列”。① 这些标志，其实凸显了与广义“近代化”
( modernization) 不同的“近代性”( modernity) 问题。“近代化”与“现代化”在西方语境中是一个词。
它虽然有无数个定义，但最要紧处是来自西方的规则要求非欧美世界都化成欧美的样子，至少在外

观上如此。这其中既有来自西方文明的物理改造，也有被改造对象的主动模仿和自我更生。然而，
所谓“近代性”显然还包括下面一些更根源性的变化，即科学和理性逐渐取代蒙昧和宗教、工业生产
方式逐渐取代传统手工业、民权逐渐取代教权和王权，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
这些近代理念，最终如何被体现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上且如何与时俱进上。②

面对如此断崖式的巨变，早期的中国人文学界在难以用行动来实现新世界的建设指标时，大概

也只能通过某种哲学升华或逻辑思辨来描述它的意义。这里有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
强调要“将空间问题时间化”。冯友兰所谓“说西方侵略东方，这样说并不准确。事实上，正是现代
侵略中世纪。要生存在现代世界里，中国就必须现代化”，③讲的就是这一道理。第二种观点则主张
“把时间问题空间化”。前近代中国民众对现状有所不满时，一般只能寄望于中华内部的两个时间维
度，即回望“三代”或指望“来世”。可当近代“道出于二”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时，④包括钱穆等大学
者在内的知识人都注意到，与古代王朝大乱后遁入空门以祈祷未来者的人生态度不同，近代同样大

乱，环境、生活亦复皆差，人们却“觉得有外国人可靠，还像有办法”，于是竟一转而发生“从前希望在
来世，现在希望在国外”之类的时空置换面向，仿佛从前的一切烦恼都可以在一个被唤作“西方”的
“地方”迎刃而解且悉数化解。⑤ 这种心情的产生，是因为中国在遭逢西方势力前从来就没有遇到过
比自身更强势、也更“文明”的对手。由于西方的东西总能以正确、时尚和方向的面貌出现，结果，近
现代中国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装置，便几乎都是外来的。于是，一会儿海德格尔，一会儿布罗代尔，一
会儿拉铁摩尔，或忽而存在主义，忽而年鉴学派，忽而内亚史观;某些追随者还弄了一大堆连其本人

都未必弄懂的欧美框架，写文章时也总是设置出无数道概念“隔离墙”，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表现出
作者的“渊博淹贯”和“体大思精”。如此内引外联和中西呼应的结果，已无法不形成足以消解自我
立身前提的“西方中心论”，并使人长期惑溺其中，反认他乡是故乡。

二、“大历史观”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现

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除了那些专注于对外追随却逐渐失去自我、尤其在遭遇“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后突然失去方向感的世纪模仿者外，事实上还有一大批心存世界大势而紧盯自身足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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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016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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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长于学习又不失自我的脚踏实地的人，才做到了仅用百余年时间便带来了华夏的腾跃和国

家的复兴，把满目疮痍的废墟建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做到了实实在在地改变了这个世界。
在如此厚重的实然面前，风行中国一百五十多年的“欧洲中心论”，才首次受到知性的审理和反思。
而且，由于中西文明中优秀者自优秀，糟粕者自糟粕，因此，人们对急迫超越“欧洲中心论”可能会造
成“过犹不及”后果的担心，也开始在新的世界一体化格局面前逐渐冰释，且从容地步入了平静和
日常。
一百多年来的惊人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 只有了解短期而浅近的学术观察其实意义有限，而某

些僵死和不知变通的理论已日现局促和苍白时，才会深得其奥义。“大历史观”对事物的长时段观察
让人发现，中国近现代史上几乎没有哪个政治领袖不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但是，如何办好，怎样才
能办好，却大有学问存焉。有人往往习惯用贬低过去的方式，来反衬后来者的伟大意义。这种倒叙
的手法，好像既缺乏对历史的必要尊重，也取消了自身存在的前提，更无法解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逻辑所赖以发育和伸展的必然和所以然。
中国人的尊严，发育于 5000 年骄人的过往，却在一个半世纪前被欧亚列强严重挫伤直至降到谷

底。这意味着国人要想走出尊严的深渊并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首先恢复民族的自尊和自信。
可如何才能做到自尊心的触底反弹，清朝的皇亲国戚、官弁走卒包括知识精英，均没有明确的办法和
计划性章程可资凭依。但有一点是很实际的，即近代以来，随着国际法这一全球规则的渐次推展，任
何地区或任何国家的任何事务，从此都很难还是单纯的内部事务; 而东方国家不断遭到西方列强无

休止的“内政干涉”甚至还要容忍“治外法权”和“租界”等事实，也反向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割地
赔款 =丧权辱国”这一等式，不仅使富于自尊的中国民众急于将丢失的尊严通过某种方式寻回，曾享
誉世界的“天朝大国”本身亦同样承受不起这样的羞辱和损失。清季中国政治家们和旧式知识分子
之所以忙着派人出洋，忙着海外取经，忙着迭出新令，忙着颁行新政，除了为国家之安危计以外，恐怕

还因为他们共同意识到一个尤为可怕的现实，即在西方世界的压迫下，整个中国其实已陷入改革和

革命在赛跑，而且是加速度赛跑的困境。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不啻在昭告世人，面
对从未见过的外来优势文明，他们并不知道中国接下来的变化该有多大，并且会是何种烈度。于是，
他们只能用试水的方式由浅入深，即人们所熟知的先补器、次变法、复立宪，并指望能因此而渐入佳
境，完成这一史无前例的蜕变。可当这些招法统统试过又统统失败后，“自上而下”的改革让位给
“自下而上”的革命，便不再是你想与不想的问题，而是只能如此的问题———当朝廷不惜通过改头换
面用“君宪体制”来完成国家转型并与西方接轨的全部努力统统失效后，恢复国家元气的唯一选项，
就只剩下民众主导的革命一途了。
可是，究竟怎么革命，又以什么为触媒来发动革命? 有学者指出，“民族国家”理念，似乎一时间

让革命党找到了便捷的入口。① 然而，这一西方的思想和行动准则，在东亚地区曾率先“结实”于日
本，尽管日本人不肯将自身的变化自诩为“革命”，而只是叫做“维新”。重要的是，孙中山最早提出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纲领时，是在日本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的家中，并且有研究显示，这
个口号中还有内田本人的建议在。② 内田这样做，一方面有日本率先完成“国民国家”的改造任务并
逐渐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榜样力量在，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日本朝野一致的、如何撕裂清朝内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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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柯:《民权、政权、国权:辛亥革命与黑龙会》，《二十一世纪》第 127 期，201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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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更长远目的之共识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夜，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所谓《讨清檄文》，鼓吹的就
是“明清鼎革”致使汉文化因此断绝，以及日本才是与汉民族“同文同种同教同俗”的调门。① 可是，
这种不啻停留于 260 年前的换代记忆，在 260 年后满汉乃至五族早已融接为一的清朝，已然不起真
正和根本性作用。孙中山发动革命时更多依赖的力量是南方和南洋的华人华侨等事实，虽能证明民
族式煽动尚有一定的受众，但最终是没有未来意义的。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以“满洲”贵族为代表
的清帝逊位后，革命者便立即按下民族问题不表，反而因担心南北暌隔、国家分裂而出现张勋复辟和
袁世凯称帝等直到今天仍被视为政治闹剧的颟顸之举———“满洲”皇帝复辟固然被瞬间浇灭，可孰料
汉人皇帝的复出，居然招致了更大规模的反抗———孙中山传檄讨袁下的各省独立和国家分裂! 这意
味着，当时国人反对的，并不是早已“满汉一家”中的满族人，而是帝制———一个压迫了中国人民几千
年的死魂灵。而这个任务的未克完成，显然意味着革命也并未完成，尤其当以前的“一民主义”②这
时已变成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时，革命的需求就更显迫切。然而，
要战胜外族入侵，就必须凝聚起内部力量，若凝聚内部力量，就要首先打倒国内那些对人民构成直接

压迫的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于是，不再以血统而是因不同阶层经济政治利益之深度分裂而展
开的革命形式，便迅速由旧时代华夷争斗下的满汉民族对立，转变为近现代以改变不合理人际关系

为主旨的阶级斗争。这意味着迄今为止的全部政治行动，一方面反映了政治家和人民亟欲恢复尊严
的强烈悲情和为摆脱这一悲情而必然要采取的力量凝聚手段，另一方面也昭示了历史赋予给他们的

行动权力中其实内藏着只能循序前行而不可贸然突进的阶段规定性。换句话说，上述经纬展现的是
充满了复杂和艰辛且很难用某种明快的意识形态即可简单定性的漫长历史过程。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显然是凝结于上述历史过程中的大历史观而不是割断历史的单一价
值论;“七一”讲话也较好地诠释了历史唯物主义者善待历史和实事求是的立场与观点。但是，孙中
山欲使“欧美”亦“瞠乎其后”的“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等想法，③却因官僚资本主义
的横亘和国民党对它的过度依赖而终究流为空谈。由于不调动人民的力量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
的工农的力量，社会革命就是一句空话，也由于代表所谓先进生产方式的西方资本主义不但摧毁了

中国的民族资本，还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勾结中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危亡程度，于是，“救亡
压倒启蒙”就只能成为中国革命党的唯一选择; 而“阶级斗争”也就成为实现革命成功的不二法门。
毛泽东下面的陈述，便正是产生于这样的语境中: “什么是知识? 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
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
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 没有
了。”④这种判断有助于人们理解，何以中国共产党人会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视为
对中国人民构成切实压迫的“三座大山”并亟欲推翻之的重要原因。
阶级斗争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涵之一，其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该学说要求: 1.

凡事均要依思维和存在这一哲学的基本对立关系而一分为二，即找出相互斗争的矛盾; 2. 对“二元
论”及其相关理论持彻底否定态度:要么唯物，要么唯心，对动摇于两者之间者，一般都划归至唯心主

411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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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3. 强调对抗的辩证法，即“强调对抗力量之间斗争的一面。黑格尔像赫拉克利特一样十分重视
斗争。他甚至暗示，战争在道德上高于和平。如果没有敌国外患，那么一个国家在道德上就会变得
软弱和颓废。显然黑格尔在这里想到的是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战争是一切之父”，①故该哲学在本质
上属于“斗争哲学”。在支撑辩证唯物主义的“三大规律”中，“对立统一”规律旨在使对立的双方统
一起来，但这种统一是建立在无尽斗争基础上的统一，即: 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亦即: “对
立面的统一( 一致、同一、均势) 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
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②而以对立两分为特征的斗争性又自然引出辩证唯物主义
的其他两大规律，即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就是说，相对于形而上学的量的增减，辩证唯
物主义认识论在质量互变问题上更看重的是质变，而质变是通过斗争来实现的。至于由斗争所造成
的克服行为的不断进行，又自然产生了以“克服”的同义语“否定”为特征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它在
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生产斗争; 在群己人际间，则表现为阶级斗争。它构成了一种范式，即:
“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
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

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所构
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③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也正是阶级斗
争，它已被概括为除原始状态以外的全部社会特征，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行动指南: “阶
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
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④

在我们的理解中，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社会变革意义，本质上已被规定为社会主义取代

资本主义进而使人类历史步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马克思晚年( 1881 年) 在给俄国民粹派革命家
查苏利奇的复信第一份草稿中，又指出《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性分析“明确的限于西欧
各国”，“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应用到
公社中来”。⑤ 就是说，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即便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也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由
于和俄国一样，中国也未曾经历过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甚至比俄国更落后，于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便应该是越过“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生长于西欧资本主义
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西方社会主要矛盾之所以在毛泽东的阶级
斗争理论中被更多表述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苏共的“城市包围农村”之所以会变成中共的“农村包
围城市”，逻辑上均与上述有关。然而，由于马克思早年更为经典的普遍规律性阐释并没有讲过社会
主义可以脱离资本主义胎体而直接长入新的社会形态，因此，东方也不应该被排除于这一普遍规律

之外的学界呼声，曾一度引发了中国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大论战。当然，无论是肯定“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五形态”者，还是确信“原始社会→封建
社会→社会主义”的“三形态”者，马克思的上述两种说法无疑都构成了其理论和学说的经典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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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工作，也都在证明社会主义在中国得以确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① 如果再允许加上一条前述
的中国实际背景，那么毛泽东及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显然从马列主义手中接过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并在中国的国情下成功地实践了它。于是，正如全世界所看到的，中国共产党人为
中国和中国人民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这大概就是现代中国革命的主要历史意义，而作
为实现这一意义之理论前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导入，也只能成为中国革命党的唯一选择。事实是，
毛泽东所发出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巨人之声，早已作为当代中国的第一象征而铭刻在每
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以至于亲历过开国大典的老辈人一提起当年的情形，仍忍不住要泪流满
面。这使尼克松和他的朋友们经过长期研究而得出的对毛泽东的观察结论显得十分中肯———马尔
罗告诉尼克松:“你将面对的是一个巨人。”②

然而，革命党当年的行动标准，在执政党全面进入国家建设阶段后发生某种必要的调整，应当是

十分自然的，这也是毛泽东提出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理论的自然归趋。③ 可辩证法在本质上是革命的这一命题所暗示的其本身不可能达到静止状态的特
性，则使人们难以相信，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果真就不会发生革命了。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说“在没
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④而并未讲过倘无阶级冲突这一动力，
社会进化将怎样实现，⑤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命题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功能转化，无疑
是执政党首先需要考虑的大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之所以会成为继毛泽东的政治独立宣言后
邓小平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出的第二声巨人之吼，表面看似乎是务实主义使然，可实际上，它还连

带着极其深刻的理论问题，即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认识问题。在 1925 年的一篇“寓言”中，马克思
和孔夫子开始都为“社会主义”与“大同理想”的相似点而惊叹不已，且频发“不谋而合”之慨。不过
很快，马克思就觉得孔子“顶多怕只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罢”，因为当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话“还没有十分落脚，马克斯早就反对起来了———不对，不对! 你和我的见解终
竟是两样，我是患寡且患不均，患贫且患不安的，你要晓得，寡了便均不起来，贫了便是不安的根本。
所以我对于私产的集中虽是反对，对于产业的增值却不唯不敢反对，而且还极力提倡”。⑥

冷战前后东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解体，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

响。“卡夫丁峡谷无法完全跨越”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马克思早年对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科
学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唯物主义中有关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开始受到学界的再度关注。它
足以引发的学术讨论是:我们尽可以把“五形态”理论视为一个假说甚至是斯大林的个人意见，但被
历史发展进程所日益证明了的马克思早年社会形态论，是否就真的全无根据和全无意义? 如果奴隶

制的要义体现为“奴隶制商品经济”，那么中国历史上这一环节的阙失，是否在文化和心理上就埋下
了足以导致第二次商品经济大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流产的基因? 一度鼎沸的劳资对立情绪与传统

文化中“为富不仁”和“不均不安”等强势舆论，是否全无关联? 而没有雄厚资本积累的社会主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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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还是马克思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无下限规定等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一系列问题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更深刻意义，似乎还有待于我们做出更进一步的发掘。

三、新世界观下的“新文明”

早年，苏俄学界为了强调本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意义，曾一度将马克思主义
的经典资本主义学说妖魔化为“西方中心论”。如今，当我们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西方资本
主义的时候，国内学界还产生了即便没有近代西方的影响我们自己也能干得不错的梦呓，甚至还不

时出现帝制文化可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本土制度资源等幻觉。但是，这种在反对“西方中心论”基
础上所产生的“苏联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指向，似乎并没有妨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坚
持它的理论选择和核心价值体系。它执著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既
蕴涵着现代化的科学理念，又与中国的“大同”理想具有深层的价值契合。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还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中西文明的交汇与璧合。在建国七十多年来的中国和世界风云中，这一价值
体系帮助它牢固地捍卫了国家制度，也有效地克服了政治理念上的偏执与极端。其兼容东西方价值
的稳健性，还为一向多元的大国治理工程赋予了可以应对任何变动的平衡器: 既要推进中国的民主

化进程，又要强化国内意志统一;既要基层选举，又要上级拔擢;既要推进民族自治，亦需捍卫领土完

整;既要强调依法治国，也要提倡道德自律;既要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又要清醒地面对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具体问题。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界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难于斯、也成于斯的政治
价值，其实与中国的经济状况，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关联。马克思有过“东西方国家有不同的发展
道路”的论断。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就完全认可东方传统的经济价值论。正如前述“寓言”所
显示的那样，孔子平均主义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说法，已经被马克思纠正并综合为
“患寡且患不均，患贫且患不安”的真正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肯定过西方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所具
有的重大进步意义，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避免了封闭状态下人们所走的历史弯路，它加速了世界文

明的发展，并使人类历史真正变成了“世界历史”。但同时，马克思也严厉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贪婪
和伪善，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 于是，人们看到马克
思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序上的理性认识及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真理性论断，几乎从一
开始就规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主导方向;同时，其兼容东西的价值体系，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国

改革过程中的社会公平:既要导入市场经济，又要坚持计划统筹;既允许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走

共同致富的道路;既要鼓励多劳多得，也要反对分配不均;既要加强宏观调控，又要鼓励局部繁荣;既

要激励竞争，又要倡导和谐……这其实已给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调节器”和“安全阀”。
然而，问题的归结往往凝聚在文化身上。这一类的思考显示，中国已从一个半世纪的磨难中寻

出了自身文化的建设理念和发展方向。在中西文明的交流碰撞过程中，国民曾长期颠倒于“全盘西
化”与“固守国粹”、“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等两极对立之间。无论人们意识到与否，中国马克思
主义的兼容理论及其长期实践，不但次第排除了二元对立的思想方法，还有力地促进了中西价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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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交汇，并成功催生了“新文明体系”。这一体系，可以被表述为百余年来形成于中国社会的、以
熔铸中西文明优长为特征的观念模式、行为模式和制度模式。它既包含中国的发展论原理，又兼容
了西方的现代化价值;既能克服自文化中的惰性因素，亦堪抵制异文化中的负面影响。它不需追问
纯然的自我，因为自我与外来已无法拆分;也无需苛察体用的畛域，因为体和用已融为一体。在这个
新的文明体系当中，除非经过去劣存优的选择与改造，否则，任何单边文化，都无法成为“新文明”的
有机构成;而“新文明”一经形成，便无法再以任一单边文化而简单命之。
“七一”讲话之所以明确将“改革开放”视为“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是因为四十多年
的发展，已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而且，“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
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
路!”①如此“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戒骄自警式展望，被广泛理解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历史眼光与
中西价值统合能力的集中体现。它来源于中国五代领导集体所坚守的政治信仰和发展道路，也归功
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理解与偕动。然而无论如何，当中国已开始以一个强国的姿态现身于世界
舞台时，当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超过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并即将成功

克服疫情危机时，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应该是这个国家如何能稳步地构建起迈向“新文明形态”所必需
的“新学科体系”“新学术体系”和“新话语体系”。有这样一个事实被熟视无睹，即中国人已不再习
惯于空喊口号。这既昭示了国家的成熟，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民对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实践
意义有了充分的觉解。其中，政治上的觉解，反映了改革所必需的稳定;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显
然不是辨析毫厘的作业和雕文刻镂的工艺，而是人类社会建筑于真善美这一学理和法理基础上的最

佳生活方式。在优势互补的中西文明早已体用不二、互渗为一的中国，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
议”和“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路向指引下，学术界最紧迫的任务，应该是如何对企业家、实业家乃
至政治家所做过的事业和即将实践的宏伟目标给予既有经验的总结与未来利钝的研判，要对百年新

变局的可能走向做出相对清晰的勾勒和理性的规划，要为全人类的未来进步和发展潜心研究、谋篇
布局;而“三大体系”的真正完成，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去“致广大而尽精微”，去深思熟
虑，去扎实推进。

(作者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韩东育工作室首席专家;邮编:
130024)

(责任编辑:敖 凯)

(责任校对:张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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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same time，with the rise of the in-depth textual approach to historical facts，scholars were
increasingly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texts. Through a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the trend in academy began to change from ungrounded speculation to carefully handling of
individual characters within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Therefore， the declining influence of Neo-
Confucianism induced the rise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 latter not
only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historiography in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but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Modern historians both followed the trend of specialization in historical
studies and inherited its budding historiographical conscious.

Legal Pluralism in Qing Legal History: A Reconsideration / / Hu Xiangyu

Legal pluralism is an important theory in studies of law and legal history. Scholars in Qing legal history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is theory in recent years. They have produced numerous works on non-state law，
law in frontier areas and ethnic regions，and certain provisions of Qing state law that dealt with specific
regions or population groups. However，in practice，they have not ye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is theory's
limitations. Nor do they notice legal centralism， the other side of legal pluralism.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legal pluralism is not short of problems. These problems include，but not limited to，the lack
of a clear definition of non-state law，the failure to identify a counter thesis in scholarly dialogue，the
inadequacy in applying this theory to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and the fallacy of legal centralism. To
conclude，while scholars adopt theory in Qing legal history，it is necessary to clearly define its meaning and
pay ample attention to legal centralism and the multiplicity of its applications.

The“Global Middle Age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ritical Reflection / / Li Teng

With the deepening of studies of global conceptual histo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medieval historians in Europe and America have gradually embraced the concept“Global Middle Ages”as
a new research approach. They apply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from global history to the“medieval”period
defined by traditional research. By doing so， they emphasize the interaction，communication，and
knowledge exchange between and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with a goal to reconstruct global mobility
from the fifth to fourteenth century. In recent years，scholars have paid wide attention to this concept，and
based on it，they are following a new path to breaking the“Eurocentrism”in the existing scholarship of
medieval studies. While exploring theoretical outlooks and conducting empirical research，they have
generated many new scholarly concepts and frameworks for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Ye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erm“Global Middle Ages”developed by European and American historians demands further in-depth
analysi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ory and method of global history，one might argue that the“Global Middle
Ages”is not an appropriate concept. However，it does offer an illuminating perspective through which
globally-minded historians re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ivilization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North-South Divergence in Modern German Historiography: Taking Ranke and Schlosser's
Writing of World History as an Example / / Zhang Yibo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world history writing has departed from traditional encyclopedic style
and begun to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world history and to construct new grand narrative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started to rise. It was within this context that historians faced a new
dilemma，namely，how to reconcil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integration of world history and the source
criticism. To overcome this dilemma，Leopard von Ranke and Friedrich Christoph Schlosser debated on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framing a new world history. By analyzing the world history works of the two
scholars，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is not a monolithic process. It also
discusses different choices made by various historians who shared similar value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It，
therefore，presents multiple and competitive ways of history writing accompanied by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Three System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New Thinking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 Han Dongyu

Defin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different meanings and
manifestations at various stages of its development，from Eurocentrism，Grand Views of History，to the rise
of New World Outlook. A consistent but internal logic can be identified，however，if one decodes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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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s through scholarly reasoning. It will outline the trajectory of how China stood up and once again
became a rich and powerful nation. To follow this logic，one must recognize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scholarly system is the premise of building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is system，
one combines the civilization in the East with the one in the West and creates“The Third Civilization”，
which，in other words，is the“New Civilizational Entity”. To put this into practice，we must transcend
East /West differences and launch a new discourse system and a new academic system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discipline. The progress with time is the unique natur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rough this process，it will offer us continuous guidance and provide us with energy and wisdom to
understand and reform the world.

The Problem of Western-centr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of
Historiography / / Gu Luanzhai

In developing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of historiography，we need to overcome Western-centrism. To
do so，we must first and foremost grasp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basis for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e
need to familiarize ourselves with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spread of Western-centrism in China，to
evaluate its current state of existence，and assess the difficulty of challenging it. Neither Western-centrism
nor Chinese discourse of historiography is merely a purely theoretical issue. Instead，their existence is
inseparable from national strength. Therefore，while discuss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ystems，one
needs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strength.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of historiography
should be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re-understan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es，because Western-
centrism has formed extensive and in-depth influence and imposed great constraints on historical research in
China. To evaluate Western-centrism，we should adhere to historical dialectics. On the one hand，the
foundation of this system must be negated，deconstructed，transcended，and even subverted; on the other
hand，we must also acknowledge those reasonable，positive，and valuable elements，and absorb or utilize
them as resources to construct our own system.

Liu Zehua and His Historical Methodology / / Ning Tengfei

Liu Zehua is one of the leading scholars who comm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methodological awarenes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period. He proposed a series of historical methods such as
“Comprehensive Class-Community Analysis”“Yin-Yang Structural Analysis”and“Thought and Society
Interaction”. The Comprehensive Class-Community Analysis not only recognizes the rationality of class
relations，but also highlights the elements beyond class relations of the community. Its goal is aimed at
transcending binary between “class-only theory” and “non-class theory”. The “Yin-Yang Structural
Combination”method reveals the combine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deological propositions，
highlights the lead-support dynamic in the Yin-Yang relationship，and corrects the fallacies in the abstract
inheritance in the stud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method of“Thought and Society Interaction”highlights
the sociality of thought，the ideologicality of society，and the homogeneity of society and thought，aiming to
break down the academic barriers between different scholarly disciplines and across different academic
fields. Liu Zehua's historical methodology has two characteristics: appreciation of the illuminating natur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romotion of the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of historical practice.

On Kenneth Onwuka Dike'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African History / / Cao Fengyu，Hou Li

Kenneth Onwuka Dike is a prominent historian of Africa. His contributions to African historiography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ree aspects. First，by virtue of the innovative use of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emphasis on historical subjectivity of native African residents，he established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of
Africa，which forcefully countered the long-existing prejudice o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of“Africa has
no history”. Second，through his effective leadership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 in the University of Ibadan
and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Dik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training of Africa's first generation of
indigenous historian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Ibadan School of History. Third，he also proposed many
significant academic points of view in the history of Nigeria，primarily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the people in
the Niger Delta，the politics of indigenous societies，the slave trade with the West，and the activities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At the same time，he also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preservation of
Nigeria's local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whole，Dike's work is the product of his times. While he
remains neutral in his scholarly position，h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future African
historians.

061


